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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隆会议与东南亚

区域主义发展∗

郑先武

　 　 【内容提要】 　 万隆会议（即 １９５５ 年亚非会议）进程源自两次亚洲关系会议，经由

科伦坡国家会议倡议而正式启动，直至第二次亚非会议夭折而最终结束。 东南亚国家

在万隆会议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并使自身的议题成为共同的核心关注，以
至于这一进程中表现出明显的“东南亚特征”，从而对东南亚区域主义的孕育和发展

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性和规范性影响。 从历史看，万隆会议进程不但在很大程度上满足

了东南亚的区域需求、塑造了印度尼西亚的区域领导地位，而且框定了东南亚国家与

域外大国的关系、增进了东南亚区域认同的建构，从而推动了东南亚区域主义的孕育

和发展。 从规范看，万隆会议进程不但采用了协商一致的共识性决策程序，形成了二

战后区域合作特定的“亚洲方式”，而且将不干预、主权平等、和平相处、不结盟、非正

式等“核心规范”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准则”；两者与会议所奉行的“求同存异”
原则及会议所凝聚的“团结、友谊、合作”氛围共同构成泛亚洲主义框架内跨区域合作

进程中著名的“万隆精神”，统称为“万隆规范”，并成为此后东南亚区域主义尤其是东

盟框架内“东盟方式”和“东盟规范”的核心来源，从而促进了“万隆规范”的“东盟

化”。 这显示出亚洲区域主义与东南亚区域主义在经验和规范上的互动和共生关系。
【关键词】 　 万隆会议；泛亚洲主义；共有规范；东南亚区域主义；区域国际关系

【作者简介】 　 郑先武，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边政研究所副所长。
（南京　 邮编：２１００２３）

【中图分类号】 　 Ｄ８１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６－９５５０（２０１５）
０９－００３１－２８

∗ 本文系 ２０１５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二战后东南亚区域合作起源与演变研究（１９４５－１９６７）”（项目编

号：１５ＢＳＳ０４０）的阶段性成果，并获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项目资助。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

匿名评审专家的审稿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１３·

　 世界政治
􀪇􀪇􀪇􀪇􀪇􀪇􀪇􀪇􀪇􀪇􀪇􀪇􀪇􀪇􀪇􀪇􀪇􀪇􀪇􀪇􀪇􀪇􀪇􀪇􀪇􀪇􀪇􀪇􀪇􀪇􀪇􀪇􀪇􀪇􀪇􀪇􀪇􀪇



一　 引言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１９５５ 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首届亚非会议（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即万隆会议）已过 ６０ 周年。 万隆会议作为“人类历史上有色人群首次大

陆间会议”①和独立后亚洲国家“讨论决定的最重要的多边论坛”，②被认为既“标志着

亚非国家作为战后世界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国际舞台”，又“标志着中国打

开了与亚非国家广泛交往的大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具有

“重要的里程碑”意义。③ 基于这一认识，国内和国际学术界对万隆会议的关注焦点一

直是在两个层面：一是这次会议对发展中国家及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影响，二是中

国在这次会议中的作用及其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④ 亦有部分学者关注美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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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对万隆会议的反应及其对相关国家双边关系的影响。①

万隆会议是东南亚国家主办并集体参加的首次大规模的跨区域国际会议，而印度

尼西亚作为东南亚最大的国家成为会议的最早倡议者、共同发起者和承办者，彰显了

其“区域领导”的重要角色。 更重要的是，由于二战后东南亚区域主义最初是在泛亚

洲主义（Ｐａｎ⁃Ａｓｉａｎｉｓｍ）框架内跨区域合作进程中展开的，而万隆会议作为这一合作进

程发展的“顶峰”，其本身不仅是东南亚早期区域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后来东

南亚区域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性和规范性影响。 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之

鲜有专门研究。 直至 ２００５ 年万隆会议召开 ５０ 周年之后，才有个别学者开始对此予以

关注，并从外交史 ／国际史和国际关系学两种学科视角分别关注其即期的历史影响和

远期的规范影响。 在具体的研究中，两者分别更多地表现为经验性的“历史叙事”和

学理性的“规范阐释”，以致造成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的明显割裂。② 鉴于此，本文在

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国际史和国际关系学两种学科视角及历史和规范两种实际

影响结合起来，进一步探究万隆会议对东南亚国家及东南亚国际关系的影响，揭示其

对东南亚区域主义发展的历史性和规范性双重意义。

二　 万隆会议进程中的“东南亚元素”

站在历史角度看，万隆会议不仅仅是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 １８ 日至 ２４ 日会议召开的那些

“时刻”，而是经历了“会议前奏及动议”、“会议召开”和“会议后续”三个不同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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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进程，可分别称为“万隆前”、“万隆时”和“万隆后”时期。 时任印度总理贾瓦哈

拉尔·尼赫鲁（Ｊａｗａｈａｒｌａｌ Ｎｅｈｒｕ）曾指出：“如果将万隆会议视作一个孤立的偶发事件

而不是人类历史的伟大运动的一部分，那将是对历史的一种误读。”①

从历史渊源和大的背景来看，万隆会议是二战结束前后兴起的泛亚洲主义框架内

两次亚洲关系会议（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的延续。 在实际中，泛亚洲主义旨

在通过突显亚洲人的观念、感情或立场，促进亚洲内部团结和合作，以避免欧洲和美国

的支配、压制和影响，其核心诉求就是支持亚洲民族自决，强调“解决亚洲自身问题的

亚洲方法”。② 而亚洲关系会议就是这种泛亚洲主义区域意识最早的、大规模的多边

实践。 尼赫鲁是亚洲关系会议的“发起人、缔造者和主持者”，缅甸的昂山（Ａｕｎｇ Ｓａｎ）

和吴努（Ｕ Ｎｕ）等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在其中亦起了重要作用。③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尼赫鲁正式提出召开“亚洲会议”，以“有助于认识亚洲问题和推动

亚洲人民之间的理解”。 １９４６ 年 ３ 月，他在出访东南亚期间与昂山等人会晤，共同讨

论了举行“亚洲会议”的前景。④ １９４６ 年 ４ 月，各方同意这一会议是非官方的，其主要

目标是就亚洲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交换意见，邀请的对象包括所有亚洲国家及澳大

利亚、新西兰、英国、美国、苏联等非亚洲国家的文化机构和个人学者。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 ２３

日至 ４ 月 １２ 日，首届亚洲关系会议在印度新德里举行。 这次会议由印度非官方团体

世界事务理事会召集。 来自亚洲的阿富汗、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不丹、缅甸、柬埔寨、

老挝、锡兰（今斯里兰卡）、中国、格鲁吉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吉尔吉斯斯坦、朝

鲜、马来亚（今马来西亚）、蒙古国、尼泊尔、巴勒斯坦、菲律宾、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

兹别克斯坦、越南、暹罗（今泰国）、阿拉伯联盟、中国西藏及非亚洲国家埃及、澳大利

亚、英国、美国、苏联等 ３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或地方政府及联合国的 ２４２ 名代表

出席会议，其中包括来自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老挝、马来亚、菲律宾、越南、暹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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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东南亚国家的 ８３ 名代表。① １９４９ 年 １ 月，第二届亚洲关系会议在缅甸总理吴努的

建议和尼赫鲁的召集下在新德里举行。 与首届亚洲关系会议不同，本届会议是一次官

方会议，也是亚洲国家召开的“首次政府层次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印度尼西亚的独立

问题。② 有来自 ２０ 个国家和地区政府的 １９０ 名代表和 ４５ 名观察员参加会议，其中包

括印度尼西亚、缅甸、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 ５２ 名代表和 １５ 名观察员。③

对东南亚而言，作为该区域已独立或正寻求独立的国家所参加的“战后时期亚洲

国家的首次会议”④和“战后泛亚洲情感制度化的首次努力”，⑤亚洲关系会议具有一

定的历史意义。 最重要的是区域自主意识的兴起。 区域自主，即区域问题区域解决。

在当时，这种区域自主意识体现在亚洲区域和东南亚次区域两个侧面。 一方面，在首

次亚洲关系会议上虽不乏激烈的争论并反映出东南亚国家与锡兰及中国和印度两个

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但亦“充斥着民族主义和泛亚洲的情感”，⑥并带着强烈的“反欧

洲、亲自由和亲中立”的“基调”。⑦ 伊泰·亚伯拉罕（ Ｉｔｔｙ Ａｂｒａｈａｍ）称，亚洲关系会议

的“重要意义在于该事件本身和地点的创新”。 他说：“在讨论中没有西方的声音，亚

洲作为自我认同的共同体，基于认同的种族逻辑和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聚集在一起。

代表们一致认为，西方殖民体制所代表的特定的惯例尤其是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作

为国际甚至国内关系的特征应该永久终结了。”由此，“亚洲关系会议成为亚洲政治领

导人阐明他们所见证的亚洲新独立国家所面临的首要政治困境的首个特别时刻”。⑧

另一方面，面对印度提出的“泛亚洲集团”倡议及其“领导者”诉求以及其他大国

的介入，正寻求民族独立、国家自主和“中立主义”的东南亚国家担心在其中受到印度

或中国这样的区域大国支配。 正如参加首次亚洲关系会议的一位缅甸代表所言：“被

西方大国统治可怕，被亚洲大国统治会更加可怕。”⑨这次亚洲关系会议召开前后，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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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 ＭｃＣａｌｌｕｍ，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ｐ．１５－１７．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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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一直强调印度在这一“亚洲国家代表的会议”中“扮演核心角色”。① 这无疑给东

南亚新生的小国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此时，东南亚人发现次区域的联合更现实也更合

适。 实际上，在首届亚洲关系会议上，来自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越南、菲律宾和马

来亚的代表团开始“首次在文化和经济事务上争论、讨论和谋划一个紧密合作的东南

亚联盟，乃至随后进行更紧密团结的政治合作”；一些代表“甚至梦想一个大东南亚联

邦”，②亦即“除去印度和中国的他们东南亚国家自己的区域联盟”。 阿米塔夫·阿查

亚（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称：“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走向东盟的进阶石。”③

亚洲关系会议对东南亚区域的重要意义还表现在不干预原则的初步引入。 不干

预原则虽未被列为亚洲关系会议的正式议题，但相关诉求已经展现出这一原则的萌

芽。 在首届亚洲关系会议上，马来亚劳工党领导人西维（Ｊ． Ａ． Ｔｈｉｖｙ）曾提议创立一个

“中立集团”，作为亚洲制止西方大国压制“自由斗争”企图的一种工具。④ 这次会议还

公开呼吁亚洲各国不要支持亚洲任何地方的“外部支配”。 第二届亚洲关系会议将印

度尼西亚独立作为特别议题，并支持其与荷兰殖民者的斗争。 所以，会议代表们关注

民族自决和种族平等。 更重要的是，这次会议通过了谴责荷兰殖民者在印度尼西亚所

采取的军事行动及解决印度尼西亚独立问题的决议，主要内容包括：荷兰军队撤出印

度尼西亚共和国领土；恢复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原有疆界；荷兰将全部印度尼西亚主权

移交给印度尼西亚政府等。⑤ 这一决议被提交联合国安理会，成为联合国安理会随后

通过的关于印度尼西亚独立问题的第 ６７ 号（１９４９）决议的重要基础。⑥ 这一事件被称

作“１９４５ 年之后时期亚洲人首个重要行动”，显示出亚洲关系会议“对世界事务和联合

国审议的重大影响”。⑦ 这次会议亦促使美国政府改变在荷兰与印度尼西亚冲突中一

直袒护荷兰的政策，开始倾向于印度尼西亚一侧。 就此，这次会议作为“亚洲政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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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５ 年 ８ 月，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并成立了以苏加诺为总统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但荷兰殖民者重返

印度尼西亚并于 １９４７ 年 ７ 月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展开军事行动。 参见梁志明：《东南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１９０－１９６ 页。
参见联合国网站：《印度总理、印度尼西亚问题会议主席递送新德里会议通过有关印度尼西亚问题决议

案事致联合国安理会主席电》，文件 Ｓ ／ １２２２，１９４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新德里，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ｖｉｅｗ＿
ｄｏｃ．ａｓｐ？ ｓｙｍｂｏｌ ＝Ｓ ／ １２２２，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８ 日；联合国网站：《印度尼西亚问题决定 ６７（１９４９）》，１９４９ 年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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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亚洲特定国际议题所召集的首次会议”，“对世界舆论和印度尼西亚自决产生了无

可争议的影响”。① 阿查亚指出：“这种团结和共同的目标意识使它们在随后的区域多

边会议和制度中为各国内部事务设立共同的规则变得不可想象，因为这被认为侵犯不

干预原则。”这亦表明了“亚洲的争论在不干预规范的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伴随

着这些争论而兴起的中立主义赋予不干预原则新的重要性。② 亚洲关系会议还成为

更具包容性的“亚非主义”的先声。 戴维·金奇（Ｄａｖｉｄ Ｋｉｍｃｈｅ）指出，亚洲关系会议

“标志着亚洲打破了对欧洲的附属，为亚洲领导人聚在一起并彼此理解提供了机会”，

由此“加快了亚洲迈向万隆会议和催生亚非主义的合作进程”。③

从正式启动进程看，万隆会议可以溯及“科伦坡国家（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ｍｂｏ Ｐｏｗｅｒｓ）”的创

建。 它是一个由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锡兰 ５ 个亚洲国家为应对中南半

岛危机不断升级而启动的松散的非正式国家集团。 １９５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至 ５ 月 ２ 日，５

国政府首脑在锡兰科伦坡举行了首届峰会，即科伦坡会议。 越南、柬埔寨和老挝问题

成为大会讨论的焦点。 会议发布联合宣言，督促法国宣布支持中南半岛国家完全独

立，并呼吁联合国推动进行中的日内瓦会议达成一个立即停火协议，继而达成有关各

方谈判解决办法。 会上，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Ａｌｉ Ｓａｓｔｒｏａｍｉｄｊｏ⁃

ｊｏ）建议召开一次科伦坡国家共同组织、亚非新独立国家参加的会议，以解决各国面临

的共同问题，会议地点选在印度尼西亚。 这一倡议率先得到尼赫鲁和吴努的热情支

持。 １９５４ 年 １２ 月，科伦坡国家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了第二次峰会，即茂物会议。

会议仍将中南半岛危机作为核心议题，并开始关注西伊里安（又称西新几内亚）问

题。④ 会议发布联合公报，支持日内瓦会议关于中南半岛问题的成果和各方停止敌对

行动，表示希望有关各方充分尊重和履行会议达成的《日内瓦协定》，并强调避免外来

干涉阻碍该协定的有效履行。 联合公报强调在西伊里安问题上支持印度尼西亚的立

场，并希望荷兰政府重启谈判，以履行它和印度尼西亚单独缔结的协定所承担的义务。

会上，各方确定亚非会议于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 在印度尼西亚的主

持下，会议成立了一个联合秘书处，由 ５ 个国家共同负责。 这次会议还完成了亚非会

议的最后准备工作，并确定了受邀与会的 ３０ 个国家名单，由印度尼西亚政府发出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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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 年 ８ 月，在联合国印度尼西亚委员会的斡旋下，荷兰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通过谈判共同签署协定，

宣布无条件移交印度尼西亚主权，但仍旧占领西伊里安，由此引发西伊里安问题。 参见梁志明：《东南亚史》，第
１９７ 页。



邀请。 １９５５ 年 １ 月，会议邀请正式发出，除中非联邦外的其他亚非国家均接受了邀

请。① 科伦坡国家会议被认为是“区域主义构思事实上开始启动”。②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 １８—２４ 日，首届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 ５ 个发起国以及

来自亚洲、非洲的 ２９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缅甸、柬埔寨、印度尼

西亚、老挝、菲律宾、泰国、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共和国等东南亚全部独立和部分正在

谋求独立的政治实体。 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被推举为会议主席，并被授权处理可

能出现的任何遗留的程序性问题。 大会还在原有联合秘书处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的秘

书处。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罗斯兰·阿布杜尔贾尼（Ｒｏｅｓｌａｎ Ａｂｄｕｌｇａｎｉ）任大会秘书长。

会上，各国代表分成政治、经济和文化 ３ 个委员会，分议题进行讨论。 会议通过的《亚

非会议最后公报》还建议 ５ 个会议发起国与各参与国协商、讨论召集下次亚非会议。③

与亚洲关系会议和科伦坡国家会议不同的是，万隆会议不但为东南亚国家所首倡并在

东南亚国家举行，而且印度尼西亚作为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在会议召开过程中扮演了真

正的领导者角色。 更重要的是，万隆会议的核心议题不管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关系都

显示了当时条件下东南亚的核心关注。 东南亚又是万隆会议与会成员国最多的次区

域，这使得东南亚国家的群体优势得以彰显，从而在会议议程设置和规范创建中发挥

了关键作用。 所有这些对东南亚国家都是前所未有的。 由此，万隆会议被赋予“无可

争辩的东南亚特征”。④

万隆会议结束后，印度尼西亚持续推动新一次亚非会议的召开。 从 １９５６ 年开始，

印度尼西亚领导人在各种国际场合呼吁从速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直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

代初该倡议正式被一些亚非国家提上议事日程。 １９６１ 年 ４ 月，印度尼西亚与中国举

行外长会议，提出要在最短的时期内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 １９６２ 年 ７ 月，印度尼西亚

发布了第二次亚非会议的临时日程，提议于年底举行预备会议。 此时已有摩洛哥、苏

丹、伊拉克、巴基斯坦、泰国、柬埔寨、中国等国同意作为会议的共同发起国。 不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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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１９６２ 年 ９ 月爆发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１９６３ 年 ９ 月开始的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

亚对抗以及中苏论战等国际纷争的负面影响以及各参与国之间日益扩大的分歧和非

洲一些国家的公开抵制，第二次亚非会议进程受阻。 １９６４ 年 ４ 月，印度尼西亚在雅加

达主持召开了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并决定正式会议于次年 ３ 月在非洲举行；

１９６４ 年 ７ 月，按筹备会议确定的日程，非洲统一组织甚至确定阿尔及利亚为第二次亚

非会议的主办国，但会议终究没有召开。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在阿尔及尔召开的、由 ４５ 国参

加的亚非国家外长会议最终决定会议无限期推迟。 第二次亚非会议就此被搁置。①

综上，从亚洲关系会议经由科伦坡国家会议到万隆会议的召开，最终至第二次亚

非会议的夭折，万隆会议进程始终显现着浓重的“东南亚元素”。 尤其是，东南亚国家

代表团在两次亚洲关系会议和万隆会议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②万隆会议的召开被

认为是“后殖民的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东南亚走向更大范围团结的重大动议”，③而印度尼

西亚在万隆会议的动议、召开和后续行动中扮演了关键的“区域领导”角色。 这标志

着二战后东南亚国家在跨区域多边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追随”和“参与”向“领

导”的重大转变，④由此对东南亚本地区域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和规范性

影响。

三　 万隆会议对东南亚区域主义的历史影响

二战后东南亚区域主义的起源与演变明显基于国际体系、区域、国家 ３ 个重要层

次和政治、经济、安全 ３ 个重要领域之间的互动及其变化。 在国际体系层次，世界正处

于风起云涌的非殖民化进程与冷战初起的时期；在东南亚区域层次，除了泰国，东南亚

国家均在民族主义下谋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自主；在国家层次，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是

东南亚各国的核心需求。 层次和领域互动对接，催生了主要涉及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东

南亚早期跨区域合作。 万隆会议进程作为一种跨区域合作实践，是这一时期东南亚在

这些层次和领域互动的最重要平台，因而成为东南亚区域主义的“孵化器”。 这一进

程虽没有产生旨在推动东南亚区域主义的单独的动议和行动，但既出现重点涉及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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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国家的动议和行动，又显示出东南亚国家推动跨区域合作的集体立场，从而从两个

方面推动了东南亚区域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一方面，东南亚各国通过这一跨区域框架

内的互动和合作，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东南亚国家政治上获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自

主、经济上推动民族经济发展的共同需求，而且塑造了区域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区域领

导；另一方面，由于这一时期的东南亚不但在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国家发展等方面存

在明显的多样性乃至竞争性，如内陆东南亚和海岛东南亚之分，种族、民族和宗教文化

多样性及历史敌意、政治多样性和经济不平等，而且没有确定的本地区域集体认同和

区域主义及其他多边合作实践经验，所以，东南亚各国不得不通过跨区域合作框架内

有目的的互动关系来创建和适用一套系统的区域共有规范，并以此为基础建构新的区

域集体身份、管理区域内外关系。① 两者赋予万隆会议进程重要的历史意义和规范意

义。 笔者在此主要阐述万隆会议进程对东南亚区域主义的历史意义。 这主要体现在

以下 ４ 个方面。

（一）突显区域需求

在茂物会议上，科伦坡国家已为万隆会议确定了 ４ 个主要目标：一是促进亚非国

家间的友好合作，探索和改进它们之间相互的和共同的利益，建立和增进其睦邻友好

关系；二是讨论各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三是讨论与亚非国家人民特定利益相关

的问题，如影响国家主权、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问题；四是审视和讨论亚非及其人民

在当今世界的地位以及他们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贡献等。② 在万隆会议开幕致

辞中，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Ｂｕｎｇ Ｓｕｋａｒｎｏ）阐明了这次亚非会议的核心议题，即反

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他说：“我们所有人由那些将我们人为分开的

更重要的事情联合起来”，包括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共同命运”以及“维护世界和

稳定世界和平的共同决定”。③ 显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反映了东南亚各国的共

同需求。 最重要的是，支持印度尼西亚反对荷兰殖民者以获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不仅一

直是泛亚洲主义框架内“亚洲会议”的核心议题之一，而且成为亚洲关系会议和万隆

会议进程中最重要的跨区域联合行动方案。

万隆会议上，这三大议题成为讨论的热点问题。 尽管各国代表在核心议题上存在

明显分歧，亦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会议最终还是在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与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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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地问题和世界和平与合作等问题上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其集中体现就是会议

所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简称《公报》）及附属文件《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

的宣言》。 《公报》强调：“亚非各国人民决心根除可能存在于他们国家的种族主义的

一切痕迹。”①为此，《公报》宣布支持所有附属地人民的自由和独立事业，并要求有关

国家给予这些人民以自由和独立。 会上，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主持了“最有意义”

的政治委员会讨论。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部长苏纳约（Ｍｒ Ｓｕｎａｒｉｏ）利用此机会阐明了

印度尼西亚在西伊里安问题上的立场。 该委员会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印度尼西亚、叙利

亚、缅甸、中国、伊朗、土耳其、泰国、黎巴嫩、伊拉克 ９ 国组成的小型委员会专门讨论西

伊里安问题，其决定最终由政治委员会一致通过并列入《公报》。② 《公报》明确表示，

支持印度尼西亚在西伊里安问题上根据印度尼西亚和荷兰的有关协定而采取的立场，

并要求荷兰政府尽快恢复谈判，以履行它依据上述协定而承担的义务，同时热切希望

联合国将协助有关方寻求这一争端的和平解决。 《公报》还呼吁，联合国的会员资格

应当具有普遍性，要求安全理事会支持接纳所有按照《联合国宪章》具备会员国条件

的国家，包括柬埔寨、老挝和一个统一的越南等东南亚国家。③ 另外，在万隆会议期

间，中国代表团同尼赫鲁一起参加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老挝王国代表团的会谈。 会谈

后，两国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表示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两国关系。 这推动了

此前达成的《日内瓦协定》的贯彻和中南半岛和平的巩固。④

由此，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及支持民族独立和自主进而推动非殖民化进程，

尤其是支持西伊里安的解放事业，被认为是万隆会议“最具实质性的影响”。⑤ 实际

上，《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承认了印度尼西亚对西伊里安的领土主权要求，从而“扩大

了印度尼西亚主办万隆会议的受益点”。⑥ 塞缪尔·克劳尔（Ｓａｍｕｅｌ Ｅ． Ｃｒｏｗｌ）指出，

欧美之外的国际社会的支持是印度尼西亚反对荷兰殖民者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组

·１４·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亚非会议最后公报》（１９５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

部档案选编（第二集），中国代表团出席 １９５５ 年亚非会议》，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１０２ 页。
Ｒｏｅｓｌａｎ Ａｂｄｕｌｇａｎｉ， Ｔｈｅ Ｂａｎｄｕｎｇ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Ｂａｎｄｕｎｇ ｉｎ １９５５， ｐｐ．１１１－１１３．
《亚非会议最后公报》（１９５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

部档案选编（第二集），中国代表团出席 １９５５ 年亚非会议》，第 １０３ 页。
《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 （１９５５ 年 ５ 月 １３ 日），载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选编（第二集），中国代表团出席 １９５５ 年亚非会议》，第
１１７ 页。

Ａｎｔｏｎｉａ Ｆｉｎｎａｎ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ａｎｄｕｎｇ ａ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Ａｎｔｏｎｉａ Ｆｉｎｎａｎｅ ａｎｄ Ｄｅｒｅｋ ＭｃＤｏｕｇａｌｌ， ｅｄｓ．，
Ｂａｎｄｕｎｇ １９５５： Ｌｉｔｔｌ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ｐｐ．１９－２０．

张洁：《“万隆精神”：中印尼关系“常坐标”》，载《世界知识》，２０１５ 年第 ８ 期，第 ２８ 页。



成部分”。① 万隆会议秘书长阿布杜尔贾尼亦认为，这次会议对西伊里安的解放斗争

“给予最有益的道德支持”。② 所以，万隆会议的成功启动和召开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

它对与会国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当时共同的区域需求的满足。 遗憾的是，随着第二次亚

非会议的夭折，泛亚洲主义陷入停顿，这一需求难以从亚洲跨区域合作中获取，从而推

动东南亚国家“最终不得不去寻求一种自己的区域主义”。③

（二）塑造“区域领导”

印度尼西亚是万隆会议的倡议者、核心发起人和会议的主办地。 万隆会议是印度

尼西亚主办的首个重大国际活动，被认为是“一个年轻的独立国家组织成功的令人瞩

目的成就”。④ 会议的参与者和观察家（包括西方人）对东道主印度尼西亚所提供的后

勤和住宿条件给予很高的评价。 会议结束后，尼赫鲁表示：“尽管这次会议有缅甸、锡

兰、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印度 ５ 个支持国，而且我们分担支出，有联合秘书处，但重

大负担还是落在印度尼西亚政府身上。 它们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使命。 我怀疑在新德

里我们能否提供同样的便利设施。 所以，会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⑤这种成功亦与印

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作用密不可分。 作为万隆会议的发起人和大会主

席，他在引导形形色色的会议代表走上妥协并最终达成共识的整个进程中“起了关键

作用”。⑥ 可以说，万隆会议既是“首次东南亚人推动的、寻求更大的友善（相互理解）

和合作观念”，又是印度尼西亚希望成为东南亚“天然领导”的“首次表达”。⑦

万隆会议结束后，印度尼西亚利用其在会议上获取的巨大声望及其主持纪念万隆

会议的机会，持续地、更清楚地阐述万隆会议所催生的“万隆精神（Ｂａｎｄｕｎｇ Ｓｐｉｒｉｔ）”的

具体内涵，并将之作为其对外政策的核心准则。 印度尼西亚主持万隆会议的角色及其

所代表的那些原则被普遍认为是其“自由和积极的对外政策信条最好的表达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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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这些信条包括友好与睦邻关系、不同意识形态和平共处以及反殖民主义等。①

最现实的表现是，亚非会议的成就尤其是“万隆精神”的形成使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

诺开始担当“亚非发展中国家最杰出的代言人”，从而为之“提供了一个在更大的全球

舞台上传播其民族主义和革命热情的平台和使命”，它们“持续地影响着印度尼西亚

的对外政策观念和行为”。② 此后，作为不结盟运动的核心领导人之一，苏加诺成为国

际舞台上“第三世界的领导者”。③ 这样，在东南亚国家中，印度尼西亚一度成为国际

谈判的“最积极参与者”。 这表现在：１９５６ 年 ８ 月，印度尼西亚受邀参加了关于埃及苏

伊士运河国有化问题的首届伦敦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建议下，１９５６ 年 １１ 月，科伦坡

国家举行了新德里峰会，对埃及民族事业予以支持；１９６１ 年 ９ 月，印度尼西亚与埃及、

南斯拉夫、印度、阿富汗共同发起首次不结盟首脑会议，推动了不结盟运动的持续发

展。④ 就此，印度尼西亚凭借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在解决国际问题尤其是那些威胁和平

以及违背正义与道义的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得以持续和加强。

印度尼西亚在国际舞台上事关发展中国家事务中的这种“全球领导”角色又反馈

到东南亚本地区域主义进程之中，使其逐步在其中担当起“区域领导”角色，直至推动

东盟的创立。 这标志着印度尼西亚获取区域领导权的开始。⑤ 由此，印度尼西亚被称

为“怀有全球兴趣和关切的区域大国”。⑥ 实际上，不但东盟的建立将万隆会议十项原

则作为指南，而且印度尼西亚作为东盟最重要的领导国“在东盟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

做出了许多贡献，使东盟成为非西方世界的最成功的区域性组织”。⑦ 印度尼西亚作

为“万隆精神”的缔造者和践行者，这种精神至今仍在为印度尼西亚维护东盟组织领

导作用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提供精神依托和理论支撑。⑧ 所以，对印度

尼西亚而言，万隆会议持续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三）框定域外大国关系

作为新独立或弱小国家，东南亚国家对东南亚域外国家尤其是大国一直持警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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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并存的矛盾心态。 前者主要体现为对域外大国在东南亚地区建立霸权的担忧，后

者主要体现在安全和经济发展需要域外大国的支持。 万隆会议进程通过多边框架内

的非军事合作和奉行“中立主义”来管理它们与域外大国之间的关系，从而获取一种

阿查亚所说的“动态均衡（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① 在实际中，面对美苏两大集团间

的冷战尤其是美国通过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等构建对抗性军事联盟的行动，印度尼西

亚和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一致持明确的反对立场。 美英等国曾试图说服印度尼西亚和

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并邀请它们参加为筹备这一组织而举行的马

尼拉会议，但这些国家最终均予以拒绝。 印度尼西亚政府在给马尼拉会议邀请的答复

中称：“任何一方的防御安排……应该避免，因为它会给该地区可能引发战争的紧张

因素增添新的成分”，而印度尼西亚将弃绝“选边站”。 按照印度尼西亚官方的解释：

“印度尼西亚不能在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参加任何防御安排，因为这将损害其独立的对

外政策”，而且集体防御安排所提供的保护“违反禁止外部国家武力干涉的国际法原

则”，甚至“将冷战引向东南亚地区”。 缅甸政府的答复是，这一邀请“与缅甸推行的不

结盟政策不符”，它“不能参加或公开支持反对一方的任何协定”。 吴努后来解释说：

“与大国结盟即意味着受其支配。 这意味着失去独立。”②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等东南亚

国家的这一立场在万隆会议上再一次得以体现。 万隆会议谋求通过创建不结盟、共

存、对话、妥协等规范处理与大国及大国联盟的关系，沿袭了亚洲关系会议回避军事议

题的惯例。 在如何处理与大国关系的问题上，印度尼西亚、缅甸与印度、锡兰、埃及等

与会国一起坚决主张弃绝大国的军事联盟。 尽管泰国、菲律宾、伊朗、伊拉克、土耳其

和巴基斯坦等国支持此种军事联盟，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仍然规定“不使用集体防

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③ 这实际上是“不容许利用集体自卫

的名义组织侵略性的军事集团并以此作为大国控制小国的工具”。④ 更重要的是，万

隆会议为原有泛亚洲主义框架内的“中立主义”提供了更大的国际平台，从而催生了

两个重要的国际组织，即分别于 １９６１ 年和 １９７０ 年启动的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

团。 由此，万隆会议成为“创建这两个随后一段时期里关键组织的工具”，一个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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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会议最后公报》（１９５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

部档案选编（第二集），中国代表团出席 １９５５ 年亚非会议》，第 １０４ 页。
《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 （１９５５ 年 ５ 月 １３ 日），载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选编（第二集），中国代表团出席 １９５５ 年亚非会议》，第
１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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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种族和殖民维度”的跨国认同———“第三世界”或“全球性南方”亦随之诞生。①

万隆会议后，区域主义成为第三世界联合的“另一种表现”，并逐步产生了自己的

区域组织，在非洲有非洲统一组织，在亚洲主要是东盟，而突显区域内国家在本区域事

务行动的优先性成为这些区域组织表达其政治诉求的基石。② 实际上，中立主义已经

被亚洲区域的支持者视作保持新获取的独立、抑制大国的支配、吸引大国援助并在大

国间扮演“调解角色”以削弱战争威胁的一种工具。③ 中立主义在东南亚区域和国际

关系中亦被置于“区域优先”地位。④ 在东南亚，不结盟集团的形成不但有助于将印度

尼西亚、缅甸等国奉行的不结盟观念与“亚非大家庭”联结起来，而且使柬埔寨、老挝、

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能够远离东南亚条约组织，并抵制美国所施加的与西方公开结

盟的压力。⑤ 阿查亚强调，正是美国等西方大国集体防御观念与亚洲国家尤其是印度

尼西亚等区域大国之间“规范理念”的差异使亚洲多边集体防御组织失去合法性。 这

也是东南亚条约组织最终走向失败的根本原因。⑥

就此，区域大国领导的不结盟和“中立主义”运动不但使东南亚条约组织这样的

由域外大国支配的集体防务体系失去广泛的合法性，而且使不干预原则在区域和国际

事务中的地位得以加强，并将之所涉及的范围扩大到包含不介入超级大国竞争和拒绝

大国支配的多边安全条约，从而使不干预原则在区域背景下得以“地方化”。⑦ 乔治·

卡欣（Ｇｅｏｒｇｅ Ｍ． Ｋａｈｉｎ）指出，万隆会议“所做出的可能更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厘清了参

与国之间及其与亚洲外部大国的关系”，从而“缓解了某些国际紧张关系”。⑧ 杰米·

麦凯（Ｊａｍｉｅ Ｍａｃｋｉｅ） 亦指出：“万隆会议成就的平衡表中一个无形的重要项目是，尽

管参与者之间有分歧和争论，但它增进了共同的归属感和团结意识，从而在固守大国

集团之外提供了一种选择。”⑨阿布杜尔贾尼将万隆会议所开启的亚非国家这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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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称作在冷战两个敌对的“极端道路”之间的“中间道路”和“自由之路”。① 从这

个意义上讲，万隆会议既“建构了一个时刻”，又“代表了一个时期”。②

（四）建构区域认同

“东南亚”作为一种区域集体认同，它最初主要是由域外大国支配的跨区域合作

外部建构的。 而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进程，它始于东南亚国家参加的、由西方大国支配

的跨区域安排，其中最重要的是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启动的英联邦国家经济援助方案———《南
亚和东南亚经济发展合作的科伦坡计划》（即《科伦坡计划》）和 １９５５ 年 ２ 月启动的东

南亚条约组织。③ 《科伦坡计划》既是问题导向的，又具有一定的区域认同色彩。 这主

要体现在其“帮助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实现社会和经济进步”的核心目标，并通过召集

区域会议协商行动方案，从而赋予其一种特定的区域成分。④ 该计划将南亚和东南亚

视作亚洲的特定区域，通过亚洲国家与域外大国的持续互动支持其构建区域身份，进
而建构起一个更大的区域认同———“太平洋区域”或“亚太区域”。 而东南亚条约组织

作为首个以“东南亚”命名的跨区域组织，虽服务于美国全球战略，但其发源地在东南

亚（马尼拉），总部也设在东南亚（曼谷），其安全关注也是东南亚。 它作为一个“军事

行动的舞台”，有助于“给一个广阔的区域空间提供一种认同”，从而“增强东南亚在国

际舞台上的区域意识”。⑤

然而，作为一种追求自主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区域意识，东南亚区域认同主要是在

泛亚洲主义框架内的跨区域合作进程中孕育并发展起来的，而万隆会议进程就是一个

最重要的多边舞台。 正是在泛亚洲主义框架内，东南亚国家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协调民

族主义、区域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关系，并相信鉴于东南亚国家的弱小，如果没有集体的

努力就不能实现国家自主，而东南亚本地区域主义是支持其民族主义事业的一条有用

途径。⑥ 更重要的是，万隆会议最终导致东南亚和南亚两个次区域的分开。 万隆会议

源自科伦坡国家的动议，显示出这是一种“基于联结南亚和东南亚的区域主义”。⑦ 直

至万隆会议召开，如今被视为南亚国家的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仍被认为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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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郑先武：《区域间主义治理模式》，第 ２０８－２１８、２３１－２４０ 页。
Ｄａｎｉｅｌ Ｏａｋｍａｎ， Ｆａｃｉｎｇ Ａｓｉａ：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ｍｂｏ Ｐｌａｎ， Ｃａｎｂｅｒｒａ： Ｐａｎｄａｎｕｓ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０４， ｐｐ．２６６－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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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亦即彼时的东南亚和南亚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的区域。① 但在万隆会议期间，

作为泛亚洲主义核心领导的印度地位明显下降，而印度尼西亚开始扮演新的区域领导

角色。 从此，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两个泛亚洲主义的区域领导开始“平静地疏远”。 安

东尼·里德（Ａｎｔｈｏｎｙ Ｒｅｉｄ）称，在万隆会议上，“尼赫鲁作为亚洲领导者到来、作为旁

观者离开”。② 随后，南亚和东南亚开始追求各自不同的区域主义。 印度退出第二次

亚非会议的筹办，南亚区域主义不但未有任何起色，反而随着印度与巴基斯坦交恶而

不断走向分裂；而印度尼西亚日益突显的区域领导地位与万隆会议所创建的“规范框

架”结合起来，为东南亚本地区域主义注入新的活力，促使其正式启动并逐步发展起

来。③ 据唐纳德·埃默森（Ｄｏｎａｌｄ Ｋ． Ｅｍｍｅｒｓｏｎ）考证，直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和 ６０ 年

代初，“东南亚”概念才得到广泛的国际承认。④ 鉴于此，谢尔登·西蒙（Ｓｈｅｌｄｏｎ Ｗ．

Ｓｉｍｏｎ）将万隆会议称作当代东南亚区域主义的肇始。⑤

四　 万隆会议对东南亚区域主义的规范影响

与万隆会议的现实性历史影响相比，其对东南亚区域主义的规范影响显得更加明

显。 按照大会秘书长阿布杜尔贾尼的观点，虽然没有明确表达，但这次会议的目的就

是“为各国决定当前国际关系的标准和程序”，并推动“当前国际关系中特定行为规范

以及这些规范现实适用工具的规划和创建”。⑥ 这主要是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是已

有普遍规范在新兴独立国家之间的扩散和固化；二是已有普遍规范在区域背景下以创

新和包容的方式“地方化”，以便利于存在竞争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国家间合作；

三是建立起培育大国与新的后殖民国家间和平共处的规范性基础。⑦ 这样，万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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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Ａｓｉａ􀆳ｓ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Ｐｏｗｅｒ， ｐ．５０．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Ｒｅｉｄ， “Ｔｈｅ Ｂａｎｄｕｎｇ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ｐ．２５．
参见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Ｃｌａｒｋ，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ｓ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 Ｆｒｏｍ ａ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ｓｔ’ ｔｏ ａｎ ‘Ａｌｌ⁃Ｄｉｒｅｃ⁃

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１２， Ｎｏ．２， ２０１１， ｐｐ．２９２－２９７；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Ｒｅｉｄ，
“Ｔｈｅ Ｂａｎｄｕｎｇ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ｐｐ．２３－２５；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 Ｍｏｎｔｅｓａｎｏ， “Ｂａｎｄｕｎｇ １９５５
ａｎ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ｓ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ｐｐ．２００－２０２。

Ｄｏｎａｌｄ Ｋ． Ｅｍｍｅｒｓｏ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Ｗｈａｔ􀆳ｓ ｉｎ ａ Ｎａｍ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５， Ｎｏ．１， １９８４， ｐｐ．１－２１．

Ｓｈｅｌｄｏｎ Ｗ． Ｓｉｍｏｎ， “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Ｎ．
Ｇａｎｅｓａｎ ａｎｄ Ｒａｍｓｅｓ Ａｍｅｒ， ｅ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ｉｓｍ，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０， ｐ．３７．

Ｒｏｅｓｌａｎ Ａｂｄｕｌｇａｎｉ， Ｂａｎｄｕｎｇ Ｓｐｉｒｉｔ： Ｍｏｖ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Ｔｉｄ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７２， ｐ．１０３．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 ａｎｄ Ｓｅｅ Ｓｅｎｇ Ｔａｎ，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ｎｄｕｎｇ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ｐｐ．３－４．



实际上成了“规范创建”和“规范扩散”①的场所，而会议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及其所产

生的重大历史影响为之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支撑。

（一）共识性决策程序的确立

在两次亚洲关系会议上，各参与国代表在讨论会议决策程序时已开始采用共识性

原则，包括区域会议应该是没有承诺的非正式交谈；不涉及多数或少数否决的问题，而

是将共识观点作为会议决定的基础；在观点达成共识的各个主题而不是个体的决定方

面起草会议宣言等。② 在第二届亚洲关系会议召开前夜，与会代表和观察员举行了一

次非正式会议，再次讨论了会议决策程序。 他们一致同意，会议上不需要否决，而各国

政府做出任何决议之前都必须协商。 这样，由印度、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和锡兰等英联

邦国家所组成的决议起草委员会向联合国安理会递交的一个解决印度尼西亚独立问

题的建议最终被会议通过。 这种协商一致让长期以来在世界舞台鲜有影响的中小国

家有了发言权和决策权。③

作为对亚洲关系会议的一种继承，万隆会议继续采用共识性决策程序。 会议召开

前一天，与会各国代表率先讨论了会议程序和议程。 尼赫鲁希望避免联合国那样的正

式程序，建议这次会议仍采取“非正式、非结构”的灵活性程序。 这一观点为各国代表

所接受。 最后，经由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确认，这次会议被定为是非正式的，没有特定的

程序规则。 这显示出，会议没有一次性的否决，而是将审慎和共识的原则作为寻求和

决定共同意见的基础和指南，亦即所有联合的决定都是共识性的。 会议开幕当天，所

有与会代表再次讨论了会议程序，并认定“观念共识”的决策原则，即如果找不到共识

就不能做出决定，共识做出的所有决定都必须基于全体一致。④ 阿布杜尔贾尼指出，

为各方所接受的审慎和共识等简明程序规则是亚非会议成功的关键。⑤

在实际中，这种决策程序承认非介入性、非正式性和共识为基础的软性外交，而不

是可能限制国家主权的法律的、正式的组织。 从核心来源看，这种程序是普遍的与地

方的原则创造性合成的产物，因为它既采用了英联邦首脑会议的决策程序，又适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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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 “Ｗｈｏ Ａｒｅ ｔｈｅ Ｎｏｒｍ Ｍａｋｅｒｓ？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Ｂａｎｄｕ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ｒｍｓ，” ｐｐ．４０５－４１７．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 Ｗｈｏｓｅ Ｉｄｅａｓ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ｐ．７５．
Ｊｕｌｉｅ Ｓｕａｒｅｓ，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ｓｉａ： Ｔｈｅ Ｃｈｉｆｌｅ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１９４７ ａｎｄ

１９４９，”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５７， Ｎｏ．４， ２０１１， ｐｐ．５０６－５０８．
Ｇｅｏｒｇｅ ＭｃＴｕｒｎａｎ Ｋａｈ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ａｎｄｕｎｇ，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５５， ｐｐ．９－１１； Ｒｏｅｓ⁃

ｌａｎ Ａｂｄｕｌｇａｎｉ， Ｔｈｅ Ｂａｎｄｕｎｇ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Ｂａｎｄｕｎｇ ｉｎ １９５５， ｐｐ．７４－７７．
以上引自 Ｒｏｅｓｌａｎ Ａｂｄｕｌｇａｎｉ， Ｔｈｅ Ｂａｎｄｕｎｇ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Ｂａｎｄｕｎｇ ｉｎ １９５５，

ｐ．７７， 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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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植于印度尼西亚和亚洲文化和文明的非正式、相互尊重、协商和共识原则。 前者是

尼赫鲁所表达的英联邦会议程序中“各国不将它们的意愿施加于彼此”的“友好精

神”，显示出“成员国相互平等和尊重”及“它们面对差异的产生接受容忍”的良好氛

围；后者采用了印度尼西亚代表的建议，显示出印度尼西亚“爪哇乡村的协商和共识

原则”。 这也是这种决策程序为印度尼西亚和会议参与国所接受的根本原因。 因此，

万隆会议所适用的共识性决策程序被认为是其重要的规范性遗产之一。①

（二）求同存异原则的形成

作为对亚洲关系会议过分强调亚洲一致性的重大修正，该原则开始强调可以容纳

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包容性风格”。 这种风格一开始就从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等

大国领导人的立场中表现出来。 尼赫鲁在会前就坚持：“首要的事情是确定何种主题

不应该讨论。 这些国家内部争论的主题不该讨论。”他强调：“我们应该将我们自己限

定在那些影响作为整体的亚洲或东南亚的广泛议题。”②苏加诺在会议开幕词中已经

定下了这一“基调”：“我们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 我们有诸多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

形态。 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同，我们的国民性或颜色或主题思想———你们可以称呼它

的———都有所不同。 我们的种族出身不同，甚至我们的肤色也各异。 但这有什么关系

呢？ 人类因这些之外的考量而联合或分开。”他呼吁，将“‘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原

则”和“印度尼西亚国家多样性联合的格言”作为一种“寻求友谊、和谐和和平”的“联

合的力量”，由此“重燃理解之光”、“再筑合作之砥柱”，最终“带来集体行动”。③

会上，周恩来面对一些国家代表对新中国的误解、质疑乃至攻击，表示“中国代表

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

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他强调：“中国代表团是来

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相信：“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

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意五国总理茂物会议所宣布关于亚非会议的四项目的，而不另提

建议。”④这种求同存异原则和立场成为万隆会议达成一系列共识的重要基础。 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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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ｐｐ．７８－８１．

引自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 Ｗｈｏｓｅ Ｉｄｅａｓ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ｐ．８０。
“Ｓｐｅｅｃｈ ｂ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Ｓｏｅｋａｒｎｏ ａｔ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ｐｒｉｌ １８， １９５５，” ｐ．４３，

ｐｐ．４９－５０．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补充发言》（１９５５ 年 ４ 月 １９ 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选编（第二集），中国代表团出席 １９５５ 年亚非会议》，第 ５７ 页。



如尼赫鲁所言：“万隆会议不仅在亚洲而且在整个世界都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 这种

影响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达成最后决定的全体一致。”①这种求同存异的精神和共识性

一致使亚非会议与会各国终于就议程上的各项问题达成了一致协议，并最终促成《亚
非会议最后公报》。② 这一“集体决定的奇迹般的成就”③被称为“亚非会议最伟大的

成功”。④

（三）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创建

万隆会议最重要的规范性贡献是阐明和完善一系列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在当

时的历史条件下，那些新独立国家的根本关注是通过建构普遍的主权规范来确保它们

的生存，而万隆会议被认为是“设置规范尤其是国家主权和不干预原则的一种工

具”。⑤ 这些基本原则的集中体现就是《亚非会议最后公报》附属文件《关于促进世界

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所阐明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包括：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

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承认所有种族的平等和所有

大小国家的平等；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

或集体自卫的权利；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并弃

绝任何国家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

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

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促进相互

利益和合作；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等。⑥

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作为国际社会的普遍规范虽被视作“体现在《联合国宪章》
和欧洲国际法之中的普遍观念之母”，⑦但在二战后初期并没有完全被支持或者展示

与新兴独立国家的相关性。 直到科伦坡国家茂物会议前的 １９５４ 年 ４ 月中国与印度签

署的关于西藏问题的协定首次提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方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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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 （１９５５ 年 ５ 月 １３ 日），载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选编（第二集），中国代表团出席 １９５５ 年亚非会议》，第
１１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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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独立国家间具体化。 １９５４ 年 ６ 月，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时与尼赫鲁、吴努会谈并

相继发表联合宣言和联合声明，再次确认了这些原则，包括：相互尊重彼此领土完整与

主权、互不侵犯、不干涉他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万

隆会议召开前夕，这些原则已成为中国、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苏联等

国处理双边和多边关系的指导性原则。① 由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种“抵制西

方霸权”的“独特的亚洲人的对外政策”，它是对“处理国际关系的特定的亚洲方法的

首次明确肯定”。② 阿布杜尔贾尼解释说：“万隆精神就是世界事务中的克制精神；它

是一种一起生活的决心；用亲切友好的方式和平解决我们的问题；它是对武力无法解

决任何问题的一种承认。”他坚称“万隆精神的适用是武力运用的替代方法”———一种

可以用作“建设更美好和更安全的世界的工具”以及“实现不同政治和社会体制共存

的手段”的“万隆方式（ｔｈｅ Ｂａｎｄｕ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③

万隆会议通过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整体融入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而进一步增强和

完善了这些原则，而且有助于支持并延伸已有的普遍规范。④ 比如，欧洲国家体系的

不干预原则允许大国为保持权力平衡进行干预，而万隆会议支持的不干预观念认为没

有这样的例外。 这样，万隆会议区域规范设置与扩散的经验给这些新独立国家提供了

融入国家间体系的替代性框架。⑤ 在这里，不干预原则作为一种积极的普遍规范，它

是抵御新殖民主义和定义新独立国家间关系的一种方式。 正如印度尼西亚代表所言，

不干预原则作为国家间共存框架的组成部分，它首先意味着不侵犯他国领土，其次是

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最后是不侵犯政治平等和相互安全。 这样，万隆会议就赋予不

干预原则一种“特定的区域语境”。⑥ 因此，尼赫鲁强调，万隆会议“最重要的决定是

《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 与会各国聚集起来制定了可以管理它们与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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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的世界各国之间关系的原则”。①

正是这些亚洲新独立国家持续争取承认的斗争，导致源于欧洲的、含有大国出于

权力制衡动机而干预的所谓“国际社会标准规范”的“不干预观”不再被接受。② 这表

明，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所阐述的并为亚洲精英所接受的重要的“法律—程序规范”是

殖民大国“施加的社会化”和亚洲国家“共同和连续地争取承认斗争”的双重结果。③

戴维·金奇强调：“《联合国宪章》是由欧洲人、美国人和俄国人所书写的，而万隆原则

完全是由亚洲人和非洲人所拟定的。”④由此，这种泛亚洲主义框架内的“亚洲外交”经

由科伦坡会议至万隆会议发展到最后的阶段，使得亚洲国家体系成长起来，⑤从而使

万隆会议成为“亚洲国家体系发展及其内部深刻整合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阶段”。⑥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印度尼西亚前外长阿里·阿拉塔斯（Ａｌｉ Ａｌａｔａｓ）在万隆会议 ５０ 周年纪念

会上指出，“亚非领导人精心拟定的管理国家间关系的一种新的道德观”以万隆会议

十项原则代代相传，万隆会议因“阐明一种独立与和平、正义与合理分享繁荣的新的

世界秩序”而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分水岭”。⑦ 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和会议所奉行的协商

一致的决策程序，求同存异的原则及会议所凝聚的团结、友谊、合作的氛围后来被人们

称为“万隆精神”，⑧亦被统称为“万隆规范（ｔｈｅ Ｂａｎｄｕｎｇ ｎｏｒｍｓ）”。⑨ 印度尼西亚高级

官员戴维·安瓦尔（Ｄｅｗｉ Ｆ． Ａｎｗａｒ）强调：“象征第三世界团结促进全球和平、正义和

发展中国家集体权利的‘万隆精神’的诞生是亚非会议最持久的遗产。”􀃊􀁉􀁒

与此同时，在泛亚洲主义框架之外，东南亚国家和其他亚洲新独立国家通过对域

外大国倡议和主导的跨区域合作的参与或抵制，如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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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科伦坡计划》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等，进一步推动

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和共识性决策程序的“地方化”，①最终形成亚洲国家通过区域合作

求和平的“亚洲方式（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 Ｗａｙ）”。 按照迈克尔·哈斯（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ａａｓ）的解释，

“亚洲方式”主要包括 ６ 种成分，即亚洲问题亚洲解决、文化平等、共识性决策、非正式

的渐进主义、政治重于执行和泛亚洲精神等。② 在具体的实践中，“亚洲方式”下的亚

洲区域主义被赋予关注经济发展、拒绝多边军事防御等重要内涵。③ 所有这些共同构

成“１９５５ 年万隆会议以来亚洲区域主义的特质”。④ 这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

言：“亚洲国家率先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同非洲国家一道，在万隆会议上提出处

理国家间关系的十项原则”，在“在推进区域合作实践中逐步形成相互尊重、协商一

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 这些都为正确处理国家关系、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

系做出了历史性贡献”。⑤

（四）“万隆规范”的“东盟化”

万隆会议后，随着东盟的产生和发展，其所领导的东南亚本地区域主义渐成亚洲

区域合作的重心。 东盟通过自身组织化建设，在区域合作“亚洲方式”的基础上形成

东南亚次区域合作特定的“东盟方式（ＡＳＥＡＮ ｗａｙ）”，即一系列国家间关系的行为准

则的实质性规范和基于协商、共识的决策程序的程序规范。 前者主要包括不干涉、非

武力、和平解决争端、尊重成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及区域自主等，又称为“东盟规范

（ＡＳＥＡＮ ｎｏｒｍｓ）”；后者涉及审慎性、合宜性、非正式、务实主义、共识建设和非对抗的

谈判风格等，又称“东盟风格（ＡＳＥＡＮ ｓｔｙｌｅ）”，由此形成东盟区域主义中“软区域主

义”和“灵活性共识”两大核心特征。⑥ 理查德·斯塔布斯（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ｔｕｂｂｓ）强调，体现

在“区域和国际关系的东盟方法”的“一系列核心观点”，包括中立、主权与领土完整、

不干涉主义、和平解决争端、非正式、不对抗及协商共识和国内稳定、社会和谐等，是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末到 ６０ 年代初东南亚区域内外整个亚洲政治和舆论领袖人物的观点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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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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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会议中传播并逐步制度化的结果。 正是“这些区域会议形成了东盟内部就该

区域组织的本质和目标达成共识性观点的基础”。① 从这个角度讲，万隆会议“标志着

亚洲国家间共识性外交的诞生”，从而为“亚洲区域制度建设的努力包括所谓的东盟

方式留下了悠久的遗产”，以至于“东盟方式的许多核心构成都有其万隆进程的渊源，

包括偏好非正式、避免西方多边集团所采用的法律方法和机制、以妥协的精神避免多

边议程中争论不休的双边冲突、保留面子的需要，最重要的是强调协商和共识”等。②

由于东南亚本地区域主义是在泛亚洲主义框架内孕育并发展起来的，所以它一开

始就明显地带有亚洲区域主义的共有特质，而万隆会议进程所创建和传播的“万隆规

范”为东南亚本地区域主义形成与发展直至东盟的创建和演变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规

范来源，以至于出现“万隆规范”的“东盟化”。 在实际中，这主要通过相关核心法律文

件体现出来。 １９６３ 年 ７ 月，马来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三国签署《马尼拉协定》，宣

布创建东南亚首个区域安全组织“马菲印联盟”，并尝试建立一个经常和定期协商的

争端和平解决机制，以“遵照《联合国宪章》和万隆宣言，尽最大努力用和平手段，如谈

判、调解、仲裁或司法解决以及各国自己选择的其他和平手段”解决三国之间的争端

及其他重要的和共同关心的问题。③ 当年 ８ 月，三国签署《马尼拉宣言》，宣称“为

１９５５ 年万隆会议所形成的亚非团结精神所鼓舞”，并“重申它们恪守《联合国宪章》和

万隆宣言所阐明的各国人民的平等权利和自决原则”。 该宣言一致同意启动在各级

进行经常和定期协商的“马菲印协商会议”，作为马菲印联盟创建的初步步骤。④ 尽管

该组织存在时间很短，但它为东盟一些核心原则奠定了基础。 这些原则包括：不受外

部干涉、外国军事基地暂时性、民族自决和和平解决争端。 尤其是它首次正式将“协

商”和“共识”原则作为解决成员国之间分歧的基础，这就是著名的“马菲印协商精

神”。 这一谨慎原则融进了印度尼西亚的区域合作观点。⑤ 由此，“万隆精神”首次被

明确引入东南亚区域合作框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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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自诞生之日起就切实遵行“万隆规范”，并将之纳入其推动的东南亚区域主

义规范框架。 １９６７ 年 ８ 月，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 ５ 国在曼谷

签署《东盟宣言》（即《曼谷宣言》），创建东盟。 该宣言强调，东盟合作的议题聚焦于

“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科学和行政管理方面共同关心的问题”，规定“所有外国的基

地都是暂时的，只是在有关国家的明确同意下才存在，并不是为了直接或间接地用来

颠覆这一地区国家的民族独立和自由或者危害各国发展的正常进程”，并呼吁东南亚

各国“保障它们的稳定和安全免遭任何形式或表现的外来干涉，以依照它们的人民的

观念和抱负维护其国家认同”。① 这表明，东盟一开始就拒绝成为一个军事集团，并将

不干预原则纳入“东盟规范”范畴。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尼西亚在东盟及其原则的创

立中起了关键作用。 它不但首倡以马菲印联盟及其所倡导的“马菲印协商精神”为基

础创建新的区域组织东盟，而且负责拟定了成立东盟的组织草案，就连“东南亚国家

联盟”这一名称亦是印度尼西亚人所首创。② 另外，为保证东南亚区域自主原则的实

现，东盟在成立时即承继万隆会议进程所开始建构的东南亚区域概念，从地域上对该

组织的成员国资格做出了明确的限定。 《东盟宣言》确定东盟的成员对赞成该组织目

标、原则和宗旨的“东南亚区域所有国家开放”。③ 按照印度尼西亚的观点，除了东盟

５ 个创始会员国，东南亚国家还包括缅甸、柬埔寨、越南和老挝，但不包括印度、锡兰等

国。 这就是东南亚成员国资格的“地理标准”。 因此，东盟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锡兰

申请加入时以它不属于东南亚为由而加以拒绝。 对于这些，阿查亚解释说，避免多边

军事合作作为一项重要的“东盟规范”，它“源自 １９５５ 年万隆亚非会议达到顶点的亚

洲区域主义话语”，而不干预主义这一“１９５５ 年万隆亚非会议再次确认的核心原则”被

合并到东盟重要的政治声明中，并使之同时适用于东南亚域外国家对东南亚的干预和

东南亚国家对其邻国事务的干预，由此保持了《东盟宣言》 “与马菲印（联盟）和万隆

（会议）某些规范上的连续性”。④

１９７１ 年 １１ 月，在印度尼西亚的强力推动下，东盟所发布的强化“东盟规范”的重

要文件《和平、自由与中立区宣言》申明“１９５５ 年万隆会议《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宣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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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ｐｐ．４３－５０， ｐ．５６．



言》的持续合法性”。① １９７６ 年 ２ 月，首届东盟首脑会议所发布的明确框定“东盟规

范”的核心文件《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承认，东盟的目标将“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

和原则及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所适用的十项原则保持一致”。 这

一文件所阐明的“东盟规范”构成东盟国家行为准则。 这些规范包括：各国相互尊重

彼此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认同；各国有权保持其民族生存，不受外来干涉、颠

覆或压力；互不干涉内政；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或争端；放弃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

胁；在缔约国之间实行有效的合作等。② 通过这些重要会议及其达成的重要文件，“万

隆精神”被永久化。③ 唐纳德·韦瑟比（Ｄｏｎａｌｄ 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ｂｅｅ）强调：“尽管历史记录

表明万隆原则在东南亚时常被违背，但它们为该区域的国际关系建构所提供的概念基

础仍然是东南亚双边和多边关系的规范参照点。”④

东盟不但在区域合作机制初创过程中参照并吸纳了“万隆规范”，而且在冷战结

束后又将之融入东盟框架内东南亚区域主义的新议程。 其中最重要的是，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印度尼西亚作为东盟最重要的领导国在倡议并启动“东盟共同体”计划时纳入源

自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促进和保护人权议题。⑤ 东盟还将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

内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融入其领导的新的东亚和亚太区域多边合作机制之中。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第三届东盟＋中日韩（“１０＋３”）领导人会议发布的《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强

调，他们将“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东南亚友好合作

条约》及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处理各国间的相互关系”。⑥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第八届东盟地区

论坛颁布实施的重要文件《东盟地区论坛预防性外交概念和原则》明确将“尊重主权

平等、领土完整和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等“体现在《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的公认的国际法和国家间关系基本原则”作为东盟地区

·６５·

　 万隆会议与东南亚区域主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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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预防性外交的“核心原则”。① 这些共有原则成为冷战结束后逐步形成的东盟地

区论坛、东亚“１０＋３”和东亚峰会等“东盟中心”的区域架构的核心指导原则。 而“东

盟方式”则成为“亚洲区域主义中东盟中心的一种标志”，②以至于出现亚洲区域主义

的“东盟化”。③ 这既体现出亚洲区域主义与东南亚本地区域主义在规范上的相互影

响和相互建构，亦表明了“东盟方式”和“东盟规范”之所以在冷战结束后能够在东亚

乃至亚太跨区域扩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者之间一开始就是一种共生关系。 这也是

当代亚洲区域主义实践所拥有的“共有规范”和“共同经验”的一种重要的现实体现。

所有这些都表明，尽管“东盟方式”和“东盟规范”显示着东南亚区域主义的“特

质”，但“如果抛开 １９４７ 年（亚洲关系会议）到 １９５５ 年（亚非会议）之间所举行的更广

泛的亚洲会议，便难以理解这种‘进程驱动’的区域主义的根源”。④ 戴维·琼斯（Ｄａ⁃

ｖｉｄ Ｍ． Ｊｏｎｅｓ）指出，东盟的“这些规范不是独一无二的。 １９４５ 年的《联合国宪章》和起

源于 １９５５ 年万隆会议的不结盟运动在东盟创立之前扩大了这些规范。 由此，《东盟宣

言》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均反映了战后时期国际主义和后殖民的价值观”。⑤ 罗

杰·欧文（Ｒｏｇｅｒ Ｉｒｖｉｎｅ）认为：“东盟当然不是东南亚国家所参与的首个区域合作事

业。 区域合作的早期努力可以溯及二战后许多亚洲国家保障它们独立开始的时

期……这些合作的努力虽相当短暂，但它们为东南亚后来将区域合作形态制度化的努

力奠定了知识基础。 尤其重要的是，由印度尼西亚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在万隆举办的亚非会

议为亚非的第三世界新兴独立国家维护自我权利，并在决定世界事务的行为中发出声

音提供了一种论坛。”⑥因此，阿查亚等人强调：“万隆的遗产更多的不是战略或组织上

的，而是教育和规范上的”，而东盟所体现的东南亚区域主义“明显得益于万隆会议的

规范遗产”。⑦

·７５·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８ｔｈ ＡＲＦ， Ｈａ
Ｎｏｉ， Ｖｉｅｔ Ｎａｍ， Ｊｕｌｙ ２５， ２００１， ｉｎ ＡＳＥＡＮ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Ｓｅｒｉｅｓ，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
Ｊａｋａｒｔａ： ＡＳＥＡＮ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２００１， ｐ．２８３．

Ｔａｋｅｓｈｉ Ｙｕｚａｗａ， “Ｔｈｅ Ｆａｌｌａｃ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ＳＥＡＮ Ｗａｙ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Ｒａｌｆ Ｅｍｍｅｒｓ， ｅｄ．， ＡＳＥ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１， ｐ．８５．

Ｆｕ⁃Ｋｕｏ Ｌｉｕ，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Ｆｕ⁃Ｋｕｏ Ｌｉｕ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Ｒéｇｎｉｅｒ，
ｅｄ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Ｃｕｒｚｏｎ， ２００３， ｐｐ．２０－２３．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 Ｗｈｏｓｅ Ｉｄｅａｓ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ｐ．４０．
Ｄａｖｉｄ Ｍａｒｔｉｎ Ｊ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Ｒ． Ｓｍｉｔｈ，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Ｎｏ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ＳＥ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３２， Ｎｏ．１， ２００７， ｐ．１５４．
Ｒｏｇｅｒ Ｉｒｖｉｎｅ，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ＡＳＥＡＮ： １９７７－１９７５，” ｉｎ Ａｌｉｓｏｎ Ｂｒｏｉｎｏｗｓｋｉ， ｅ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ＳＥＡ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２， ｐｐ．８－９．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 ａｎｄ Ｓｅｅ Ｓｅｎｇ Ｔａｎ，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ｎｄｕｎｇ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ｐ．３， ｐ．１４．



五　 结论

二战后东南亚区域主义是在泛亚洲主义框架内跨区域合作进程中孕育并逐步发

展起来的，而万隆会议就是这一进程中最重要的事件。 本文将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

学两种学科视角结合起来，对万隆会议对东南亚区域主义发展的历史和规范意义进行

了研究。

首先，本文将万隆会议视作一种演变进程，它源自两次亚洲关系会议，启动于科伦

坡国家会议，最终结束于第二次亚非会议动议的夭折。 在万隆会议进程中，东南亚国

家不仅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且东南亚国家的议题一直是其核心关注，因而始终

显现出浓厚的“东南亚元素”。

其次，从历史意义看，万隆会议进程不但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东南亚的区域需求、

塑造了印度尼西亚的区域领导地位，而且框定了东南亚国家与域外大国的关系、促进

了东南亚区域认同的建构，从而推动了东南亚区域主义的孕育和发展。

最后，从规范意义上看，万隆会议进程不但采用了协商一致的共识性决策程序，

形成了二战后区域合作特定的“亚洲方式”，而且将不干预、主权平等、和平共处、不

结盟、非正式等核心规范作为国际关系基本行为准则；两者与会议所奉行的求同存

异原则及会议所凝聚的团结、友谊、合作氛围共同构成泛亚洲主义框架内跨区域合

作进程著名的“万隆精神”，又统称为“万隆规范”，并成为此后东南亚区域主义尤其

是东盟框架内“东盟方式”和“东盟规范”的核心来源，从而促进了“万隆规范”的“东

盟化”。

这一研究为进一步理解万隆会议进程与东南亚区域主义及东盟框架内区域合作

架构的起源与发展，尤其是两者在制度和规范上的连续性提供了经验和规范上重要的

双重参考。

（截稿：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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